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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新中国70华诞的同时，

《文艺报》也迎来了70岁的生日，

我们没有亲历这份中国读者最为

熟悉的文艺类报纸的创建，但目

睹了自改革开放以来《文艺报》的

传播，感受到它给读者带来的欣

赏和激励。因为工作的原因，我与

《文艺报》“少数民族文艺专刊”多

有联系，常常感怀这块园地上的

春华秋实。

2006年秋，记得最初拟创办

“少数民族文艺专刊”时，时任《文

艺报》总编室主任的王山对我说，

新时期以来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蓬

勃发展，文艺报社的领导经过研

究，准备加强少数民族文学版面，

让他负责专版，他特为征求一下

各方面的意见。我们坐在一个小

饭店里，听完他的话我十分高兴，

这个专版显然是少数民族文学园地的又一拓展，刊登的

散文、诗歌、评论各类作品可更加贴近生活、短小精悍；可

加强对精品力作的评介，对文学新秀和人口较少民族作

品的推荐等。王山谦逊地点头称是，并约我为这个专刊写

稿。没过多久，第一期“少数民族文艺专刊”面世，以其多

民族的文化信息、风格独特的面貌让读者耳目一新。

此后，我陆续应约写了一些小文章，专刊为此开辟了

一个《主编第一视野》专栏，后为《新视野》。我最初介绍了

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青年作家群等不同民族的文学群

体，继而又接连介绍了多位少数民族作家及作品。少数民

族聚居的地区历史悠久、变化巨大，色彩丰富，有着深厚

的文学土壤，生活在那里的少数民族作家常以他们的作

品见证民族的变迁，表达对自然的敬畏保护，对祖国的热

爱以及对新时代美好生活的梦想追求，如同七彩之光，斑

斓多姿。蒙古族诗人阿尔泰和他的诗集《阿尔泰蒙古风》，

围绕着祖国、民族、人民和草原，在充满激情的抒怀和深

沉的哲理思考中唱出了时代的声音、民族的心声，是我国

当代蒙古族母语诗歌创作的标志性著作。《民族文学》自

2009年创办了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版之后，许多用母

语创作的作家诗人都十分欣喜，认为这是国家对不同民

族的母语更为实际的一种关爱。那年我们为此分别赴内

蒙古、西藏、新疆召开了翻译家作家的座谈会，曾将美国

诗人惠特曼的诗集《草叶集》翻译成蒙古文的阿尔泰也一

起走进了拉萨，与藏族的作家翻译家倾心交流，他用他马

头琴般的音色，用他深爱的母语读他的诗：“露珠醒了，奔

向灿烂的朝阳/激情醒了，投入火热的生活/醒来吧，我的

诗。”我们这些不懂蒙古语的人在一旁听着，也情不自禁

地被那种难以形容的魅力所感动。

生活在苍茫的青藏高原上，内心充满敬畏的藏族作

家次仁罗布，他的作品剖析族人隐密的心灵，从多种不同

的角度表现出藏族人民在时代的动荡中所受到的冲击，

表达出作家包容的情怀、善良的呼唤。维吾尔族作家阿拉

提·阿斯木精通母语和汉语，他的长篇小说《时间悄悄的

嘴脸》（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讲述了一个弃恶扬善、自我

救赎的寓言式故事，充满维吾尔文化的幽默深邃、哲理和

诗性。善于开掘生活、刻画人物的仡佬族女作家肖勤，从

女乡长到县长，一直工作在第一线，同时用写作表达着对

家乡土地和生活的一片真情。她的成功给更多的文学人

以证实，生活才是创作的源泉。经历过汶川地震的羌族

诗人羊子从撕心裂肺的生死边缘走过之后，重新审视那

片古老的土地和民族，在他的组诗《汶川之歌》被《民族文

学》特别推荐之后，又捧出了长诗《汶川羌》。

从大漠绿洲的北疆、草原冰封的雪域，到云深林茂的

丛岭、稻香叠翠的南国，在中国辽阔的山河大地上，56

个民族的作家诗人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所讲述的故事

精彩纷呈，数不胜数。《文艺报》“少数民族文艺专刊”让

许多不忘初心、讴歌祖国与时代的少数民族作家诗人

进一步走入广大读者的视野，共同妆点当代文学的多

姿多彩，也让无数少数民族文学新秀崭露头角。十几年

来，我前后为专刊书写了数十篇文章，就如同一次次穿

过多样化的河流，领略不同的风景和生活，倾听那万千

气象中蕴含的声音，让我常怀感佩之心。“少数民族文

艺专刊”的编辑明江、黄尚恩等多年来勤勉敬业，四处

组稿，精心编校，在与他们交往的数年间深感其辛苦不

易。《文艺报》创办以来，跨过新世纪，走入新时代，坚持

导向、凝魂聚气，伴随祖国的脉动和文化的兴盛，共同迎

来70年庆典，春华秋实，可喜可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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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文艺报》送回家
□束沛德

《文艺报》是我文学与人生之旅中真挚、

贴心的旅伴。我们手拉手，心连心，一起走过

了70个春秋。

5年前，我写过一篇《与我一路相伴的〈文

艺报〉》，记述了我与《文艺报》难解难分的情

缘。即将迎来《文艺报》70华诞之际，我想从读

者、作者、编者三个层面简略地说一说我与它

之间的情谊。

我是《文艺报》的一个忠实读者。跨入大

学门槛不久，恰逢《文艺报》诞生。尽管囊中羞

涩，我还是咬咬牙，从有限的零花钱中挤出一

点钱订阅了《文艺报》。从那时到今天，《文艺

报》始终伴随着我。随着工作的调动，从北京

到天津，从天津到保定、石家庄，再回到北京，

不知多少次搬迁，不少书刊我都忍痛割爱了，

唯独一份《文艺报》一直紧随在身，舍不得丢

弃。我读《文艺报》，每当从中读到自己喜欢

的、有深度的文章，看到自己钟爱的、有新意

的栏目、专刊，或引人思考的创作、理论问题

讨论,我会情不自禁地啧啧称赞。而每当发觉

《文艺报》的内容、版面不尽如人意时，又不禁

摇头叹气，为之惋惜。一有机会，比如作协召

开征求意见的座谈会，我曾多次直率地提出

批评和建议。我真诚地关注《文艺报》的成长、

进步，期盼它越办越好，赢得更多的读者。

我也算是《文艺报》的一个比较积极的作

者。上世纪50年代，我在《文艺报》发过两篇

多少有点影响的儿童文学评论，其中《情趣从

何而来》一文，至今被论者和文友看作我的

“代表作”、“充满创见“、“卓尔不群”的作家作

品评论。正因为这两篇文章，在80年代中国

作协书记处分工时，让我联系儿童文学界，从

而有机会经常与《文艺报》“儿童文学评论”栏

目打交道，在这个平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粗

略算来，先后在《文艺报》发表的长短不等的

评论文章可能有四五十篇。加上散文随笔，也

许就不止70篇了。近两个月，我就在《文艺

报》接连发了《七十年儿童小说花团锦簇》《七

十年童话创作多姿多彩》，以及评介李东华

《焰火》的书评，还有一篇往事纪实《1953年

中国文坛一大盛事》。如此密集地频频亮相，

对一个耄耋老人来说，该算是积极的了吧。

我还是一个与《文艺报》擦肩而过、未能

如愿上岗的编辑。我是学新闻的，又爱好文

学，《文艺报》可说是我心驰神往的一个工作岗

位。1978年作协恢复工作，我回到文学队伍。

时任作协负责人、也是《文艺报》主编的冯牧让

我到编辑部读作品、拟选题、组织文章，自己也

动手写。应当说这是一个符合我的兴趣、愿望，

也是可以发挥我的潜能的一个岗位。可是由于

作协另一位负责人李季执意让我到作协新成

立的创作联络部，无奈我还是错失了这次去

《文艺报》的机会。在我心目中，《文艺报》是个

锻炼人、培养人、出人才的地方。这辈子无缘到

《文艺报》当个编辑，我至今还引以为憾哩！

我没想到《文艺报》编辑部竟没有一套从

创刊至今的完整的《文艺报》。这些年来，编辑

部曾不止一次地从我处借用某年某月的报

纸。在它的70岁生日前夜，我决心把自己保

存、收藏的一套完整的《文艺报》（1949—

2019）悉数捐赠给编辑部。当我把分散在房间

犄角旮旯的这些报纸集中到一起，面对它们，

真还有一缕难舍难分的感情。但我更为它们

终于回了家，有了最好的归宿而欣慰。

《文艺报》已创办了70周年，回想

起来，我跟随着她也有40年光景了。现

在追忆我和《文艺报》的一些往事，倍感

亲切流连。

1980年夏，在庐山开了个全国高

校文艺理论研讨会（原称没有“高校”两

字，后低调处理，加上去的）。这次会议

规模空前，到会达480人，把山上当时

几乎所有的宾馆饭店都包下来了。中国

文联、中国社科院、中央党校、《人民日

报》《文艺报》等联合主办，由江西省文

联、江西大学具体经办。这是改革开放

后中国首次举行的专门的文艺理论大

会。主持人是陈荒煤,到会的有丁玲、王

元化、王西彦、徐中玉、钱谷融、缪俊杰、

阎纲、吴介民、何洛、李云杨、江晓天、梁

信、吴强、白桦、公刘、俞林、李定坤、矢

明等。会议提出了“文艺为人民服务”的

口号，不再提“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

号。我作为大会的副秘书长，负责会务

与接待工作。此间就与《文艺报》的阎纲

认识了。他拿了好几本《文艺报》给我

看。当时那还是个月刊杂志，发表的大

都是名人大家的长篇大论。我如获至宝，细读后大开眼界，大长

学识。心想，这《文艺报》才真是良师益友，我可终身受用不尽。

下山后不久，阎纲又来到南昌开会，我去看望了他。我们谈

得很欢，他来自大西北蛮荒之地，与江西这老少边穷的地方有很

多相似之处。他深有感触地说，我们必须要能站在家门口，看到

天安门，走到天安门，看到全世界。像你，不能只是埋头教书，还

要多看书，多写文章，贴近生活，关心社会。我心领神会，点头称

是。就在我起身告别之时，他突然拉着我的手不放，说差一点忘

了一事。他问我知道老作家陆地否？我说知道，刚看了他的新长

篇小说《瀑布》。他即说，这就正好，我们正想为他的这个长篇组

织一篇评论文章。就你来写，行吗？我顿时吃了一惊，毫无思想准

备。我就是一个教书匠，在大学教当代文学，这些年，在省里报刊

也写过一些文章评论，近日还在上海《文汇报》发表了一篇讨论

“形象思维”的文章，但从未在这样全国性的文学报刊写过文章，

不禁慌张犹豫起来。他见状笑了，说不用迟疑，这是好事呀！心

想，这是《文艺报》对我的关照，机会难得，就答应下来。他高兴

了，说很好，三天会议结束后，我带稿子走人。我一听吓了一大

跳！三天？评一个长篇！我可没有这个能耐，不停地摇头叫苦。他

叹息道，你们地方上懒散悠闲惯了，我们可是加班加点，家常便

饭。人就是要有点拼搏精神，你还年轻，抓紧拼一下吧。三天不能

带走，邮寄就是特快也赶不上，我回去就要上版啦。听他这么一

说，我无言以对，暗暗咬牙，决心就这么干了。他接着又补了一

句：“写得可要有些分量呀！”这分量，我理解就是字数不能少，分

析要有水平。他还在给我增压，我无退路了，只能尽我所能地

拼吧！我夜以继日，日以继夜拼了三天三夜，准时将文稿当面

交给了他。他来不及审阅，拿了文稿就赶路去了。不到两星期，

他来电说，文稿已作为要目发表了。我得知，简直欣喜若狂。又

过了一些日子，忽然收到了一封不知是谁的来信，封面毛笔正

楷，苍劲有力。打开一看，竟是老作家陆地的亲笔信。他非常诚

挚地向我道谢，并说对他小说的评析合情合理，他完全赞同。

我受宠若惊，羞愧难言。而在这时，江西省人民政府为庆祝新

中国成立35周年，破天荒地设立了一个优秀文学评论奖。我这

篇评论文章正赶上评选，竟被选上获奖了。我深知，其实我文

章的分量是不够的，是《文艺报》的分量重如泰山。从此，我与

《文艺报》就结下了不解之缘。

1987年，《文艺报》与《解放军文艺》联合在井冈山举行了一

次革命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研讨会，邀请我参加。吴泰昌、孙武

臣、冯立三都来了，部队的王愿坚、莫言也到了会。我还陪吴泰昌

下山去了趟永新，寻访他童年在永新生活过的教会孤儿院。对于

此会，《文艺报》做了个综述报道，还办了一次革命历史题材创作

的笔谈。我也谈了一些意见，写了一些文章。后我将我那些散乱

的文章汇集起来，出版了我的第一部自选文集《当代文学纵横

谈》，吴泰昌特地为此书写了篇序言。我深为感谢。

1989年，我与汪义生合写了一本《台湾文学史初编》的书，

艾青写了序，《文艺报》专门为此书开了座谈会，会上冯牧说，此

书“是同类著作中的上乘之作”。《文艺报》即做了报道，更叫我感

激不尽。此书后获江西高校科研成果一等奖。

1991年，我写的一个电视剧《井冈之子》，在中央台播出了。

之前，在审片过程中遇到了很大的麻烦。主要是说影片写了井冈

山斗争后期遭到的挫折和困难。陈荒煤及一些亲自参加过井冈

山斗争的老同志力排众议，终促使电视剧得以播出，但闲言碎语

仍不断，我的压力不小。这时，《文艺报》顶着压力，在1991年4

月13日发表了陈荒煤的署名文章，力挺《井冈之子》，说“结局写

了挫折、教训、离别之情，显得低沉凝重，这是富有深意的，说明

我们革命不可能一帆风顺，不是轻而易举的事。革命道路也有坎

坷、曲折和千难万苦，青年人只有了解了这些，才能更珍惜今日

革命的胜利。”《文艺报》此举，对我是极大地支持和鼓励，真叫我

感激涕零。

90年代直到新世纪，我与《文艺报》的联系一直不断。前后

得到雷达、李维永、王杨等人耐心的指导帮助，我没齿不忘。可以

说，《文艺报》是我的恩师，40年来，我就是在她的关爱、扶持下

成长起来的，我将伴她而行，直到生命的终结。

感
恩
《
文
艺
报
》

□
公

仲

我敢于自诩为《文艺报》的朋友，当然是因为

自己跟这份报纸有着比较密切的关系：自上世纪

90年代起为这份报纸撰稿，我今已发小文数十

篇，是长期得到《文艺报》关照的一位作者。在我

成为中国作协会员之后，这十几年来一直获得

《文艺报》赠报，我几乎每期必看，是《文艺报》最

忠实的读者之一。

我与《文艺报》的朋友关系，首先体现为与该

报“世界文坛”版的亲近。记得1993年夏天，当

时在社科院外文所遇见该栏目编辑李维永女士，

她知道我刚刚去过一趟莫斯科，便问有没有什么

文艺现象可以介绍，我告诉她：苏联解体前后的

莫斯科天翻地覆，似乎一夜之间什么都变了，但

作为特殊艺术符号的维索茨基却风头依旧，街头

售货亭里仍旧满是他的录音盒带，书店里也仍旧

摆着他的唱片、诗集和画册，这似乎象征着政治

巨变背景下艺术的恒久价值。她闻之显得很兴

奋，约我写一篇文章，我便写出了《时代呼唤它

的艺术代言人——维索茨基现象的思考》一

文。我的文章由“维索茨基之路”“维索茨基之

谜”和“索茨基之启示”3个小节构成，介绍了维

索茨基集演员、歌手、诗人等为一身的艺术角

色，维索茨基在苏联解体前后俄罗斯社会享有

的巨大声誉和影响，对“维索茨基现象”的本质

进行了阐释，并呼唤中国的维索茨基的诞生。

没想到，这样一篇小文还引起了不小的反响：黄

宗江先生看到此文后打电话到我所在的工作单

位社科院外文所，与办公室人员约定了时间，在

我上班的时候他再打来电话，记得我们聊了很

久，他详细了解了维索茨基的情况，并发出一阵

由衷的感慨；又过了几天，我在外文所的老师辈

同事童道明先生在上班时告诉我，于是之先生也

读了此文，称是好文，并请童老师转达他对此文

作者的谢意。一篇小文章居然引起了于是之和

黄宗江这样的大艺术家的关注，这让我在窃喜之

余也感受到了《文艺报》在中国文艺人心目中的

地位和影响。

李维永女士退休后，我和《文艺报》“世界文

坛”的关系却持续了下来。俄国文坛的新情况、

俄国作家的来访和中国作家的访俄、俄国文学在

中国的最新传播，以及俄国文学的译介体会等

等，每每成为我和编辑王杨的交谈话题，后来也

往往会成为刊发在《文艺报》上的一篇篇文章。

最值得一提的是，在编辑的督促下，我于2017年

1月起在《文艺报》上开辟了“西山晨语”专栏，每

月一篇，陆续发表了《我们的“文学自信”》《再读

普希金》《祖列依哈的世界》《两家〈十月〉的握手》

《俄语文学的性别变迁》《狂野俄罗斯》《二十一世

纪的俄国长篇小说》《一位作家之于一座城市》

《力冈文学翻译的历史意义》等十余篇短文，虽然

当时写得很苦，每月临近交稿的时间都会惴惴不

安，但到年底，回过头去看那十余篇文章，心头还

是有一种满足感的。我把这些文章集中起来，再

加上自己陆续写作的其他散文和随笔，拟以《西

山晨语》为书名出版一本小集子。

我是《文艺报》的读者，是《文艺报》的作者，

也是《文艺报》的朋友，是《文艺报》“世界文坛”版

的朋友。更为重要的是，我通过《文艺报》结交到

了更多的朋友，他们或为《文艺报》的编辑和记

者，或为《文艺报》的其他作者和读者。我因拥有

《文艺报》这样一位能给我巨大帮助和不断鞭策

的良师益友而自豪！

我
是
《
文
艺
报
》
的
朋
友

□
刘
文
飞

1977年初夏，高中毕业前夕，我与几位

要好同学鬼鬼祟祟讨论的话题是，去哪里插

队落户。不久以后传来消息，高考恢复了。我

们10月份开始准备考试，11月份稀里糊涂

参加初试，12月份杀进复试考场。转过年

来，我收到了一份入学通知书。

作为应届高中毕业生，我的中小学时代

在“文革”时期度过。成为中文系本科生的时

候，我从未听说过巴金的名字，也不知道沈

雁冰就是茅盾。除了看过几期“文革”时期出

版的《工农兵画报》之外，从未接触过任何文

学期刊。幸运的是，我们很快赶上了新时期

文学最初的那些令人亢奋的日子。入学不

久，从春天到夏天，《哥德巴赫猜想》《于无声

处》《伤痕》等作品所引起的一阵又一阵文学

骚动，让我们进入大学后的每一个日子都满

溢激情和幸福。思想解放的进程和文学生活

的恢复与重建，轻而易举地把我们初入大学

的生活变得闪闪发光。记得1978年第一届

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评奖，采取群众、文艺

团体、文学出版机构推荐和专家评定相结合

的评奖方式。我们小组的几位同学群情激

昂，唇枪舌剑，集体推荐了30篇作品。待到

评奖结果揭晓，大家对照25篇获奖小说名

单，发现竟有17篇作品在我们的推荐篇目

中。虽然我们知道自己只是无名的普通投票

“群众”，但大家恍若都中了“参与奖”一般欣

喜无比。

我那时候年纪小，入学时16岁，在一群

老大哥老大姐面前最显无知和幼稚。不过，

生性比较内向，也容易给人造成错觉，用给

我们上英语课的张先昂老师的说法，“方卫

平少年老成”。除了与同学们一起阅读、讨论

文学新作这类“公共生活”之外，我还懵懵懂

懂地私下“研读”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

哲学手稿》、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

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康德的《判断力批

判》、黑格尔的《小逻辑》等哲学美学著作，悄

悄而激动地关注、搜索文学期刊复刊、创刊

的消息。从1978年开始，《文学评论》《文艺

报》《文艺研究》《读书》《文艺理论研究》等刊

物的复刊、创刊等，是我非常关注的文学动

向。1978年夏天复刊的《文艺报》，就是在图

书馆报刊阅览室看到的。除了每周至少两次

去图书馆的阅览室翻阅各种报刊外，我也试

图从牙缝里挤出微薄的生活费订阅刊物。

1979年11月1日我在日记中写到：“八零年

度报刊杂志开始收订。想订《文学评论》，但

是不扩大订户，只能眼巴巴被关在门外。《文

艺报》可订。还有《文艺研究》（双月刊），惜不

能直接订阅，而要向北京编辑部联系。下午

写了封信准备寄去。《文学评论》准备托施群

在上海零买。”日记里提到的施群是与我同

年考上大学的一位高中同学。

那一年最终并没有订上《文艺报》，是订

阅技术原因或终因囊中羞涩而放弃，已经记

不起来了。只记得那封寄给《文艺研究》编辑

部的信，因为地址不详被退了回来。

就在我写上述日记的两天前，在10月

30日的日记里，我记下了这样一句：“文艺

工作者四次代表大会在京开幕。”熟悉当代

文学发展史的人都知道，那是一次在新时期

文学发展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会议。12

月23日的日记里写道：“在市区买到《文艺

报》第11、12期合订本和朱德生、李真主编

的《简明欧洲哲学史》。”

所谓的“合订本”其实是合刊。这一期

《文艺报》是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

表大会的专刊，内容丰富、有趣、厚重，混杂

着沧桑、喜气和庄严感。隐约记得封面右上

方“文艺报”几个字是深绿色的，内文图文并

茂。与会作家的大量照片与文字信息形成了

宝贵的补充。印象最深的两幅照片，一幅是

中青年女作家茹志鹃、张洁、叶文玲、刘真簇

拥着老作家冰心先生的合影，发自内心的喜

悦极有感染力。另一幅是一位香港作家与翻

译家、学者戈宝权等的合影。时值初冬，戈先

生穿着厚厚的大衣，来自南国的香港作家却

身着短衫短裤，令人过目难忘。

1982年初大学毕业分配去了一所小镇

中学做语文老师。两个月后，我的专业兴趣

从文艺学、美学转向了儿童文学，阅读各种

文学报刊的热情依然不减。1987年1月19

日，我正为硕士毕业论文写作茶饭不思，突

然收到了汤锐女士的来信，是一封诚恳殷切

的手写约稿信。当天的日记里有这样的记

载：“收到汤锐从中少社发来的信，说‘文艺

报今年新辟儿童文学理论版，你如有佳作望

及时寄给我’。”对于正在暗暗思虑如何在儿

童文学研究领域小试身手的年轻人来说，

《文艺报》上这个版面的开辟，该是多么大的

一件事情啊。而我与《文艺报》的缘分，也就

这样拉近了。

几天后，我从已经改版为报纸出刊的

《文艺报》上看到了“儿童文学评论”版的第

1期。这一期上有束沛德先生撰写的一篇发

刊词性质的文章《窗口·桥梁·苗圃——对

〈儿童文学评论〉专版的期望》，还有作家班

马新意迭出的长文《当代儿童文学观念几

题》。压题的则是一幅青年作家围坐一起的

合影。寒假里，我在家中以缝纫机当桌，写了

一篇2000字的短文，并于1月29日寄给汤

锐，这就是1987年 5月 16日“儿童文学评

论”版以头题刊出的《儿童文学：在创作者与

接受者之间》一文。

《文艺报》创办70周年了，我作为《文艺

报》的读者，与她相伴了40年；作为作者，已

经超过30年。30多年来，我在这份重要的专

业报纸上发表了近60篇长长短短的文字。今

天，托网络时代的便利，我常常等不及几天

后才能送达的报纸，在每周一、三、五的早晨

打开《文艺报》电子版，浏览当天的各版内容。

我想，对于我来说，对于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

来说，《文艺报》的存在，都是难以替代的。

相伴四十年
□方卫平

“新作品”杨绛题，“原上草”臧克家题，“世界文坛”钱锺书题，“星河”王蒙题，“儿童文学评论”冰心题，“团结湖”莫言题


